传统商帮文化精神及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论文

论“苏商精神”与“常商精神”的互为影响与关系
[bookmark: _GoBack]———以爱国实业家刘国钧的“双重精神”为例
魏 平
摘要：“苏商”与“常商”作为中国区域商帮的重要代表，共同构成了江苏地域文化经济的璀璨图景。二者并非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呈现出“整体”与“局部”、“源流”与“支脉”的辩证统一。“苏商精神”作为宏观层面的文化气质，为“常商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底蕴与广阔的视野；而“常商精神”作为微观层面的卓越实践，以其极致化的特质，反哺并丰富了“苏商精神”的内涵。刘国钧既是“苏商精神”的代表，又是“常商精神”的代表。从刘国钧兼具“双重精神”上可以发现，二者相互渗透、彼此成就，共同塑造了江苏工商文明的内在品格与辉煌历史，并对当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苏商精神；常商精神；刘国钧；双重精神；实业为本；互为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界定
在中国商业文明的历史谱系中，地域商帮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商业伦理著称。其中，发轫于吴韵汉风之地的“苏商”，与根植于江南腹地、以历史上常州府为核心的“常商”，均是其中翘楚。
1.“苏商精神”：指代江苏省域范围内（历史上主要指苏南及扬州等地）商人群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有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它具有宏观性、整体性和包容性。
2.“常商精神”：特指以常州（历史上包括“常州府”所含的无锡、江阴、靖江等地）为中心区域的商人群体所展现出的、更具地方文化烙印的商业精神。它是“苏商精神”在特定地域的深化与具象化，具有微观性、典型性和深刻性。
3.刘国钧：江苏靖江人，中国近代杰出爱国实业家、纺织工业先驱，1901年15岁赴常州创业，1908年经商成为当地首富，1915年转向纺织业，以创办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并创造“八年增长八倍”的“罕见奇迹”闻名于世。他是“苏商精神”和“常商精神”的传承者、创造者和交融者。
通过刘国钧兼具的“双重精神”，厘清“苏商精神”和“常商精神”二者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江苏（常州）商业文化基因的理解，更能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与文化支撑。
二、“苏商精神”的宏观底蕴——包容、儒雅与实业兴邦
“苏商精神”的形成，得益于江苏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近代以来得风气之先的开放环境。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
1.实业为本，稳中求进。与晋商、徽商侧重于金融和贸易不同，苏商自近代以来便将“实业救国”、“实业兴邦”奉为天命。从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的“大生实业城堡”，到荣氏家族的“纺织面粉帝国”，再到刘国钧“大成企业王国”，无不体现其扎根实体、稳健经营的特质。
2.崇文重教，儒商风范。江苏乃文教昌盛之地，苏商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主张“贾而好儒”。他们将儒家伦理融入商业实践，讲究诚信、仁义，追求“义利兼顾”，展现出儒雅、睿智的商人形象。张謇为“状元”实业家，荣氏兄弟和刘国钧均为读书人家出身，像刘国钧尽管自身只读了八个月私塾，但长期受其父亲家教般的儒家思想灌输，较系统的掌握了儒家精髓。
3.精明务实，开放包容。地处长江三角洲，水陆交通便利，使得苏商兼具水的灵动与土的务实。他们善于捕捉商机，精于计算，同时又不固步自封，乐于吸收外来技术与管理模式，呈现出海纳百川的胸怀。刘国钧作为实业家，充分享用了长江、运河和太湖给他及企业带来的灵感和条件，都做足了地域性的“水文章”。（1）
这一宏观层面的精神气质，为包括常商在内的所有江苏地域商帮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价值框架和行为范式。
三、“常商精神”的微观深化——极致、专注与智造先锋
常州作为“中吴要辅”，其地缘文化中兼具吴文化的细腻、江淮文化的韧劲与延陵季子以来“诚信”刚毅的品格，正是常商“精耕细作”精神的具象化。“常商精神”在继承“苏商精神”共性的基础上，走向了更为精深和极致的境界。
1.“争当一流”的工匠精神。“常商”将“苏商”的“务实”推向“极致”。他们不追求大而全，而是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力求做到“隐形冠军”和“单打冠军”。从近代刘国钧的“大成纺织”做到纺、织、染、印“一条龙”生产，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小桌子上唱大戏”，再到当代在轨道交通、光伏、智能制造等领域涌现的大量“专精特新”企业，都体现了这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2.“经世致用”的智造内核。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深深烙印在常商血脉中。他们不仅是商人，更是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极度重视技术与创新。刘国钧在近代从商从工的经历中，要么“从商”成为当地的“首富”、地方商业的领军人物，要么“从工”成为引领近代纺织业潮流的“弄潮儿”、“领头羊”。这种精神使得常商在从传统制造向现代“智造”转型升级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形成了“常州智造”的金字招牌。
3.“低调内敛，坚韧不拔”的群体性格。相较于其他一些商帮的高调，常商更显低调、务实、不事张扬。他们将精力集中于产品研发与企业内部管理，展现出一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坚韧品格。刘国钧曾经说过：“我没有别的嗜好，我一生中唯一的嗜好就是办工厂”，（2）他反对搞“实业投机”“买空卖空”，其办实业的专注力特别强。这种性格使其在应对民族经济处于困难或波动时，表现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韧性。
四、互为影响与融合共生的辩证关系
“苏商精神”与“常商精神”并非主从关系，而是双向赋能、循环增强的辩证统一体。刘国钧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其商业实践与精神特质深刻体现了“苏商”与“常商”传统的交融。这种“双重精神”不仅塑造了他的个人成就，也为区域经济发展与民族工业振兴提供了重要价值。
（一）“苏商精神”对“常商精神”的奠基与涵养。
“苏商精神”为“常商精神”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一是价值导向的奠定。“实业兴邦”的苏商共识，引导常商将资本和精力投向实业、实体，而非投机性的领域，奠定了其坚实的产业根基。刘国钧专注于纺织业，曾四赴日本考察纺织技术，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建立大成的研发机构，（3）体现了苏商“敢为人先”的先导意识。二是文化氛围的熏陶。苏商整体的“崇文重教”风气，使得常州地区人才辈出，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持，塑造了常商“儒匠合一”的特质。刘国钧推行“以人为本”的劳资关系，设立职工学校与福利制度，呼应了苏商“崇文重教”传统。三是商业网络的支撑。作为“苏商”大家庭的一员，“常商”可以借助更广泛的苏商网络获取信息、资本和市场，从而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拳脚。刘国钧及其企业集团当年分别在长江流域建立“大成办事处”，将生产、销售及其资源分布的触角延伸到中国的“半壁江山”。
（二）“常商精神”对“苏商精神”的具象与升华。
“常商精神”以其卓越的实践，成为“苏商精神”最生动、最深刻的诠释者，并反过来丰富和提升了其内涵。
一是对“实业精神”的极致化演绎。常商在细分制造领域的深度耕耘和全球领先地位，将苏商的“实业”标签擦得更亮，证明了“专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竞争力，为“苏商精神”注入了“深度专业化”的新内涵。刘国钧就是一个典型，他不善虚拟经济，擅长实体经营，其一生扎根于民族纺织业并成为中国纺织巨子，通过“棉产联营”模式降低成本，实施“成本核算”与“质量闭环管理”，展现常商“毫厘求精”的运营智慧和“不务虚名、唯实是图”的定力，其极致的“工匠精神”直接影响到刘氏后代及其大成企业高层人士。
二是对“创新精神”的率先垂范。“常商”对技术创新的执着，是有传统历史的。当年的刘国钧，工作在车间，生活在车间，解决问题在车间，从“浆纱技术””“筒子纱技术”，到“大成蓝”布，再到“丝绒”“灯芯绒”等，每一步都是创新和进步。（4）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使得当代常州成为苏商乃至中国商帮从“制造”迈向“智造”的先行者。这种探索，为“苏商精神”在新时代增添了“科技驱动”的核心要素。
三是对“儒商风尚”的现代转化。“常商”将传统的“儒雅”内化为企业文化，刘国钧的大成企业精神为“敬业乐群”，并以此形成了厂训、厂歌、厂刊、厂校及系列厂规，渗透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核心伦理准则。从当今企业治理中的“工程师文化”和“诚信体系”看，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完美结合，为“苏商精神”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成功范式。
五、“苏商精神”与“常商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刘国钧“双重精神”的当代启示
从明清漕运、近代民族工业的崛起到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再到新时代的创新发展，“苏商精神”与“常商精神”始终在动态互动中演进。在“苏南模式”时期，常商与苏商中的其他群体（如锡商、苏（州）商）共同创造了“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奇迹，其间相互学习、竞争、合作的历程，正是两种精神深度融合的体现。
刘国钧作为代表兼具的“双重精神”，本质是中华商业文明在近代转型中的创造性实践。其价值不仅在于历史贡献，更在于为当代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文化认同与商业行动的统一范式：唯有植根本土文化基因，方能真正实现具有生命力的创新发展。苏商和常商等地域商帮精神既是历史遗产，更是活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学。其启示为：
1. 对民营企业的启示
   一是专精特新与全球化并举，刘国钧模式提醒企业需在细分领域深耕（常商精神），同时具备国际资源整合能力（苏商精神）。二是科技自强与人文关怀共存，其“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路径，为当前“卡脖子”技术攻关提供历史参照。
2.对区域发展的借鉴
常州以“工业明星城市”实现产业升级，恰是常商“工匠精神”与苏商开放基因协同作用的结果。刘国钧代表的产融结合、智造转型思路，仍可指导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产业链协同。坚持“和而不同”的协同发展，弘扬“苏商精神”的包容性，鼓励像“常商”这样的地方商帮保持其特色，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生态，共同提升长三角的整体竞争力。
3.对商业文明的构建
刘国钧的“双重精神”打破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证明中国企业家完全能在文化自信与开放学习间找到平衡点。这种“坚守而不保守、创新而不浮夸”的特质，正是当下商业伦理重建所需的文化资源。传承与创新商业文明，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今天，继续从“苏商精神”与“常商精神”的互动智慧中汲取营养，培育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具全球视野和创新活力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总而言之，“苏商精神”与“常商精神”是一体两面、共生共荣的关系。“苏商精神”如浩瀚太湖，以其博大与底蕴，滋养着流域内的万千生机；“常商精神”则如贯通其中的运河，深邃、专注而富有力量，以其精耕细作的实践，反哺着太湖的活力与深度。前者构成了后者的文化底色与精神气象，后者则成为前者最为闪亮的实践注脚与时代先锋。从刘国钧兼具的“双重精神”，更能理解这种辩证统一的互动关系，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面向未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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